
第 26 卷第 5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6 No.5 
2020 年 9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                        Sep. 2020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0. 05. 009 

 

服务投入与我国农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权利 
 

杨勇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增大并优化服务投入以促进国际竞争力，是近年来备受各国重视的农业发展战略，但很少有文

献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中探讨其中的机制。为此，将 GVC 位置权利区分为购买者权利和生产者权利，

并基于 6 位数农产品进出口数据构建了测度方法，利用变量广义指数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检验了异

质性服务投入影响我国农业 GVC 位置权利的机制和效应。结果表明：对初级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

的影响，国内服务投入与进口服务投入的作用是相互替代的，且分别呈现“U”型和倒“U”型变化趋

势；对初级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的影响，国内服务投入与进口服务投入的影响则是互补的，且均

呈现“U”型变化趋势；对加工农产品 GVC 的购买者权利和生产者权利的影响，国内服务投入与进口

服务投入的作用分别表现为倒“U”型和“U”型变化趋势，它们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替代性。未来应防

范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过度服务化，着力优化和提升加工农产品 GVC 的服务投入结构、水平和质量，

增强服务投入与生产环节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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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与非农产业的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相比[1]，农

业的规模报酬要更早地遭遇“天花板效应”，使

其生产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4]。为持续提升农

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有效规模是关键，而

农业生产服务化被认为是一个现实选择[5−6]。比

如，《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农办计

财〔2019〕54 号)要求“要积极探索服务社会化

促进农业规模化的新机制”[7]。实践也表明，农

业产业链服务化有效弱化了农业规模的“天花板

效应”[8]。近些年，学术界关于农业服务化以及

农业服务社会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大国小 

农”的效率增进积累了宝贵经验。 
鉴于服务业与产品价值链的融合作用方式

日益代表了产品的技术内涵 [9]，在全球价值链

(GVC，Global Value Chains)框架中观察和探究农

业服务化的效率增进机制可能是一个有前景的

新视角。农产品 GVC 的不同阶段，不仅其服务

投入的融合方式不同，而且对服务类型的需求也

有所区别，因而形成农业服务化效率增进机制的

彼此相异。比如，假如把 A01—A04 四个部门之

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视为初级农产品 GVC，把 C13
—C16 四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视为加工农

产品 GVC，据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2002 年至

2017 年间，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服务投入占比

从 24.98%提升到 32.12%，增长了 28.58%；我国

加工农产品 GVC 服务投入占比从 17.35%提升到

18.71%，仅增长了 7.84%。而且，信息传输、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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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等高级服务类型的投入水平，在初级农产品

GVC 和加工农产品 GVC 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下

滑趋势，其中，在初级农产品 GVC 中的占比从

7.10%下降到 6.91%，在加工农产品 GVC 中的占

比从 2.16%下降至 1.63%。不难看出，我国农产

品 GVC 服务投入不仅有明显的价值链环节异质

性，也具有明显的“去高级服务化”趋势，而且

环节的加工程度越高，越具有明显的“去高级服

务化”趋势。显然，这有悖于服务规模化促进农

业效率提升的初衷[10]，也难以解释服务业与农业

融合发展的实践。 
虽然生产率是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但后者比前者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为此，本文

将从农业国际竞争力视角检验农业服务化的影

响机制。首先要明确的是，评价农产品 GVC 竞

争力不能简单套用制成品 GVC 竞争力的评价方

法。因为无论对农产品施加了多高的加工水平，

地域根植性也会对农产品 GVC 的空间分布形成

重要影响。为此，本文尝试以一国农产品的 GVC
位置权利来衡量其国际竞争力。并且，本文还将

在区分初级农产品GVC和加工农产品GVC的基

础上，检验国内服务投入与进口服务投入的异质

性影响机制及其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构建一国农产品 GVC 位置权力的微观测算

方法。由于农业服务化正持续促进农产品逐渐从

区域价值链(RVC，Region Value Chains)嵌入国家

价值链(NVC，National Value Chains)和 GVC，农

产品价值链的地域根植性被不断弱化，在全球投

入产出分析框架中分析其竞争力变化的必要性

越来越强。显然，本文尝试对这一趋势做出积极

回应。第二，考虑服务投入异质性，把服务投入

区分为国内与进口两种类型，分别检验它们影响

一国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机制及效应。实际

上，服务投入的经济效应与服务投入的质量紧密

相关，而后者不仅与服务类型有关，也与服务提

供者相关。显然，这可能进一步深化农业服务化

的经济效应研究。第三，本文将农产品 GVC 位

置权利区分为购买者权利和生产者权利并分别

检验，也尽可能避免了估计偏误。一般的，将技

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价值链视为生产者

驱动的价值链，而将品牌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

产品价值链视为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但在实践

中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本文尝试从购买者权利

和生产者权利分别检验农业服务化的 GVC 位置

权利效应，将有效降低估计偏误。 
 

二、理论分析 
 

(一) GVC 位置权利的内涵 
GVC 贸易已经取代产成品贸易日益成为国

际贸易的主流模式[11]。但相对于制造品 GVC 贸

易，农产品生产的地域根植性仍然使得农产品

GVC 贸易有着难以根除的地域性。尽管农业服务

化正促进农产品生产逐渐嵌入 RVC、NVC 和

GVC，极大地拓展了农产品 GVC 的空间范围。

但无论如何，农产品 GVC 都会始终围绕极具地

域根植性的种养殖环节前后延伸，农产品价值链

的地域根植性只会因为农业服务化而减弱，绝不

可能被根除。因此，农业服务化会在促使农产品

GVC 与制造品 GVC 趋同的同时，它们之间仍然

会存在永恒的差异，这也是构建一国及其区域农

产品 GVC 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现实约束。 
GVC 贸易利益既包括来自价值流动的显性

收益，也包括来自控制和协调 GVC 的隐形收益。

随着国内区域及全球一体化水平提升，增强对

GVC 的控制和协调能力并由此带来的隐形收益，

对于提升 GVC 贸易利益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对 GVC 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市场权

利，也可被称为一国及其产业的 GVC 位置权利，

比如 GVC 企业选择权、GVC 空间结构主导权、

阻止竞争者进入 GVC 的垄断权[12]，等等。另外，

一国及其产业的 GVC 位置权利更多地源自企业

拥有的专用性资产，而不仅仅只是实际的产权联

系，比如品牌价值、产品设计能力、研发能力、

融资能力等。专用性资产的可替代性以及 GVC
中其他企业对这些专用性资产的依赖程度，共同

决定了拥有者的 GVC 位置权利[13−16]。因此，GVC
位置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谈判力[17−18]。为此，

我们将一国及其产业 GVC 位置权利定义为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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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品和产成品的定价能力，进一步假设中间品

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借鉴 Kee & Tang[19]和李胜

旗等[20]建立如下方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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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arkupit指一国及其产业 i 在 t 年对中间品

或产成品的成本加成率，αm指中间品投入的产出

弹性，cit和 pit分别指一国及其产业 i 的产成品第

t 年的边际成本和市场价格，σ为国内中间品对进

口中间品的替代弹性，且 σ>1。 import
tp 和 domestic

tp 分

别为第 t 年进口中间品和国内中间品的平均价

格。对(1)式求边际成本的偏导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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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比。即一国及其产业的边际生产成本越高，其

在GVC网络中的谈判力及其位置权利就会越小。

进一步对(2)式求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的偏导

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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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式(3)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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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与加成率成正

比，即进口中间品相对于国内中间品的价格越

高，一国及其产业在 GVC 中的谈判力及其位置

权利也就更大。 
(二) 服务投入与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 
服务投入对一国及其产业 GVC 谈判力的影

响机制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提高服务投入→降

低供应链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降低边际

生产成本→提升一国及其产业的 GVC 谈判力(位
置权利)；二是服务投入→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

新效率→降低国内中间品与进口中间品的相对

价格→提升一国及其产业 GVC 谈判力(位置权

利)[21−23]。但就农产品 GVC 而言，初级农产品

GVC 更多的是受购买者驱动，而加工农产品

GVC 则更多的受生产者驱动。因此，这两类农产

品 GVC 对赋予市场权利的专用性资产及服务类

型，都有着不同的需求，进而服务化的竞争力增

进机制也必然彼此相异。接下来，我们将区分购

买者权利与生产者权利、初级农产品 GVC 与加

工农产品 GVC、国内服务投入与进口服务投入，

分情形逐一讨论农业服务化影响一国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理论机制。 
1. 服务投入与初级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 
就国内服务而言，初期投入水平和质量都不

高，尤其是信息技术和商业流程等高级服务更是

如此。因此，初期很有可能会提高农产品的边际

生产成本，弱化一国在初级农产品 GVC 中的购

买者权利。但是，这种负面效应将随服务投入的

质量和水平的提高逐渐弱化，最终会显现出正向

促进效应。由此假设：国内服务投入对初级农产

品 GVC 购买者权利的影响有可能呈现“U”型

变化趋势。 
就进口服务而言，由于国际服务贸易成本要

明显高于国际产成品贸易成本，使得进口服务的

投入水平低于国内服务的投入水平，但进口服务

投入大多是信息技术和商业流程等高端服务，初

期就可能显著提高一国农产品 GVC 的购买者权

利。另外，进口服务投入持续增长可能会抑制国

内服务创新，国内服务相对进口服务的价格可能

持续走高，进而国内服务投入在初期会弱化一国

农产品 GVC 的购买者权利，进而抵消进口服务

的正向效应。由此假设：进口服务投入对一国初

级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的影响，在初级可能

表现为负效应，随投入增加逐渐呈现为正向效

应，影响效应将表现为倒“U”型变化趋势。 
2. 服务投入与初级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 
一国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主要来自信息

技术和知识流程服务等高级类型的服务投入，其

作用机制是它们作为创新媒介促进了技术创新。

因此，国内服务投入和进口服务投入都可能通过

降低国内中间品投入的边际成本来提升一国农

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区别在于，初级农产品

GVC 更多需要的是普适性和公共性的技术，服务

投入对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效应很快就会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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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即初级农产品的有效规模仍然不会因为服

务投入而显著扩大。由此预测：无论是国内服务

投入还是进口服务投入，它们对一国初级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的影响随着投入增长，极有可能

都表现为倒“U”型变化趋势。 
3. 服务投入与加工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 
就国内服务而言，由于加工农产品 GVC 的

地域根植性要显著弱于初级农产品 GVC 的地域

根植性，在初期，国内信息技术和商业流程服务

等高级服务投入通过提高物流效率显著降低边

际生产成本。在后期，假如国内服务质量仍然低

于进口服务质量的话，随着服务投入的增加，边

际生产成本的弱化效应也会随之降低，进而对一

国加工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的持续提升形成

强约束。由此假设：国内服务投入对一国加工农

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的影响极有可能表现为倒

“U”型变化趋势。 
就进口服务而言，在初期，一国进口服务投

入占比通常较低，加上进口服务中的高级类型还

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本土化过程，加上贸易成本

导致的较高相对价格，很有可能会因此提高一国

农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进而降低其购买者权

利；但随着进口服务投入及其本地化水平逐渐被

提高，其对农产品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作用就会

显现，会逐渐发挥对进口国加工农产品 GVC 购

买者权利的提升效应。由此假设：进口服务投入

对一国加工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的影响有可

能表现为“U”型变化趋势。 
4. 服务投入与加工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 
就国内服务而言，作为创新媒介的技术信息

和知识流程等服务投入，在初期就会发挥降低创

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的作用，发挥延长加工农

产品价值链、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增加对

中间品需求等多重效应，最终提升一国加工农产

品 GVC 生产者权利。但是，假如国内服务供给

满足不了需求的话(实际上，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程

度不高时很容易发生)，这种促进效应将会显著减

弱。由此假设：国内服务投入对一国加工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的影响既有看表现为倒“U”型

变化趋势。 
就进口服务而言，在初期，技术信息和知识

流程等服务的投入及其本地化水平都不高，加上

较高的服务贸易成本导致的较高相对价格，反而

会提高农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这种负面效应只

有在进口服务投入水平及其本地化融合水平越

过一个阈值之后，才会逐渐消失。由此假设：进

口服务投入对一国加工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

的影响极有可能表现为“U”型变化趋势。 
(三) 理论机制总结 
表 1 是异质性服务投入影响一国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理论机制总结。根据本文初步分

析和假设，进口服务与国内服务对初级农产品和

加工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影响上，更多时候

表现为替代关系，仅在对一国初级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的影响上表现为互补关系。 

 
表1  服务投入影响一国及其区域农产品GVC位置权

利的理论机制 

 

初级农产品 GVC  加工农产品 GVC

购买者

权利 

生产者 

权利 

 

 
购买者

权利 

生产者

权利

国内服 

务投入 

“U”型

变化 

倒“U” 

型变化 

 

 
倒“U”

型变化

倒“U”

型变化

进口服 

务投入 

倒“U”型

变化 

倒“U” 

型变化 

 

 
“U”型

变化 

“U”型

变化

国内服务

与进口服

务的关系

替代 

关系 

互补 

关系 
 

替代 

关系 

替代

关系

 

接下来，本文将对上述理论预测开展实证研

究，以检验其可靠性和合理性。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与方法 
1. 模型设定 

为检验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机制假设，我们

设定如下计量经济学面板模型： 
 

0 1_ domestic
it itposition power service     

2 3
import

it t t tservice X            (4) 
 
其中， _ itposition power 是一国第 t 年 i 部门 G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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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权利，可以为“购买者权利”或“生产者权

利”。 domestic
itservice 是一国第 t 年 i 部门国内服务

投入， import
itservice 是一国第 t 年 i 部门进口服务

投入，Xt 表示系列控制变量的向量，δt 是时间固

定效应，εt表示白噪音。 
由于一国要素禀赋和产业政策可能是影响

其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重要因素[20]，本文还

选 择 如 下 控 制 变 量 ： (1) 产 业 开 放 度

(trade_openness)。使用进出口总值占当年 GDP
的比例作为产业开放度的代理变量，并纳入模

型。(2)经济发展水平(pergdp)。由于还不能确定

人均 GDP 与产业结构之间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

关系，为控制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拟将人均

GDP 及其平方值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方程。(3)
国家市场权利(gdp)。实际上，大国不仅可以借助

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干预产业发展，也更有能力承

担资源错配带来的效率损失，从而大国干预产业

发展的动机就要比效果来得更强烈一些。本文把

GDP 作为国家市场权利的代理变量，并纳入模

型。(4)农业专业化水平(exp ort_specialization)。
为控制要素比较优势对一国及其产业 GVC 位置

权利的影响，本文以农产品出口占 GDP 的比例

作为农产品专业化水平代理变量，并纳入计量方

程。(5)人力资本存量(education)。我们仍然不能

忽视人力资本存量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

以接受专科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

人力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 
2. 估计方法 
我们在预研中发现，计量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具有明显的集群波动现象，而回归分析和时间序

列分析对随机扰动项都有同方差的要求。为尽可

能避免估计偏误，本文选择多变量广义指数自回

归条件异方差模型(MEGARCH)来估计模型(4)。
具体的，MEGARCH 模型的条件方差为式(5)所
示： 
 

0 1
1

log( ) log( )
p

t j t
j

h h  


    

1

q
t i t i

i i
i t i t ih h

 
  

  

 
  
  

           (5) 

 
在式(5)中，自然对数形式的条件方差意味着

ht非负且杠杆效应以指数形式表达。假如 φ≠0，
说明存在非对称的信息效应，假如 φ<0，则进一

步表明非对称的信息效应具有统计学上的显  
著性。 

(二)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于 2002 年、2005 年、

2007 年、2010 年、2012 年、2015 年、2017 年发

布的投入产出表。按照 GB/T 4754—2017 行业分

类标准，把农产品(01001)、林产品(02002)、畜牧

产品(03003)、渔产品(04004)归类到初级农产品部

门，把谷物磨制品(13012)、饲料加工品(13013)、
植物油加工品(13014)、糖及糖制品(13015)、屠宰

及肉类加工品(13016)、水产加工品(13017)、蔬菜、

水果、坚果和其他农副食品加工品(13018)、方便

食品(14019)、乳制品(14020)、调味品、发酵制品

(14021)、其他食品(14022)、酒精和酒(15023)、
饮料(15024)、精制茶(15025)和烟草制品(16026)
归类到加工农产品部门。另外，研究涉及的服务

业：一是农林牧渔服务产品(05005)，二是金属制

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43097)，三是一般服务

业，即 51~96 所含行业。大专及以上教育阶段的

毛入学率、GDP 平减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等数

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六位数农产

品进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 WTO 数据库。所有时

间序列数据均经过相应价格指数转换成可比数

据序列。 
(三) 核心变量测度 
1. 一国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 
为避免总量测度对不同产业异质性信息的

遗漏[24]，借鉴 Matthew & Mahutga[25]和 Wallace et 
al[26]的做法，以六位数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为

基础，构建一国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微观测

度方法。其中，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可以表

示为：  

1
log( 1)

n

jt ijt it
i

buyerpower Y X


        (6) 
 
在式(6)中，buyerpowerjt 表示国家 j 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Yijt表示国家 i 出口到国家 j 的农产

品数量，Xit表示国家 i的农产品出口总量，i=1, …, 
n 表示第 t 年所有出口农产品到国家 j 的国家。log
是以 10 为底的对数。从式(6)可知，一国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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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C 购买者权利取决于其对特定出口国的依赖

程度。依赖性越大，购买者权利越小。反之亦然。

同样的，一国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也可表   
示为：  

1
log( 1)

n

jt jit it
i

producerpower Y X


     (7) 
 
在式(7)中，producerpowerjt 表示国家 j 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Yji表示国家 j 出口到国家 i 的
农产品数量，Xit表示国家 i 的农产品进口总量。

其他变量代码的含义均与式(6)相同。 
具体计算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时候，遵

循以下三个步骤：首先，逐一计算每个六位数农

产品的 GVC 购买者权利；然后，以每个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其所属章的农产

品 GVC 购买者权利；最后，以各章农产品进口

量为权重，计算所有章的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

利的加权平均值，汇总成为一国农产品的 GVC
购买者权利。另外，一国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

利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唯一区别是计算加权平均

值的时候，采用的权重为各章的出口额。 
图 1和图 2分别描绘了我国初级农产品GVC

和加工农产品 GVC 的购买者权利和生产者权利

在 1992—2016 年间的变化动态。 
图 1、图 2 表明：第一，初级农产品 GVC 和

加工农产品 GVC 的生产者权利在任何年份都要

显著高于购买者权利；第二，农产品 GVC 生产

者权利的增长速度不仅明显快于购买者权利，而

且增长也较为平稳，不像购买者权利有明显的波

动现象；第三，加工农产品 GVC 的购买者权利

要明显低于初级农产品 GVC 的购买者权利。 
2. 农业服务投入水平 

使用 WIOD 提供的 1995—2014 年 56 个部门

的投入产出表，按照式(8)和式(9)分别计算我国初

级农产品GVC和加工农产品GVC的进口服务与

国内服务的投入水平。  

1 1 1

n n n

mj mj mk kj ms sk kj
k s k

service a a a a a a
  

       

1 1 1

n n

mt ts sk kj
t s k

a a a a
  

              (8) 

 

 

图 1  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变化 

 

 

图 2  我国加工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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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8)转换为如式(9)的矩阵形式： 

 
2 3 1( )B A A A I A I              (9) 

 
其中，servicemj表示农产品部门 j 的服务 m 的投

入水平，使用完全消耗系数表示。假如 amj 表示 

农产品部门 j对服务m的直接消耗系数，
1

n

mk kj
k

a a



表示第一轮间接消耗系数，
1 1

n n

ms sk kj
s k

a a a
 
  表示第 

二轮间接消耗系数，依此类推至 56 个部门，最

终得到农产品部门 j 对服务 m 的完全消耗系数。

我国的初级农产品GVC和加工农产品GVC的各

环节和阶段国内外服务投入的完全消耗系数，均

可以按照式(9)计算得到。 
具体的计算结果见图 3 和图 4。由图 3 可知， 

在 1995—2014 年间，我国加工农产品 GVC 的国

内服务投入水平，在任何年份都要高于初级农产

品 GVC 的国内服务投入水平。图 4 进一步表明，

我国加工农产品 GVC 的进口服务投入水平，在

任何年份也要明显高于初级农产品 GVC 的进口

服务投入水平。 
将图 3 和图 4 结合起来看，我们还可以发现：

第一，无论是进口服务投入还是国内服务投入，

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的服务投入的变化趋势一

直较为平稳，而我国加工农产品 GVC 的服务投

入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尤以进口服务投入的增

长最为明显；第二，与国内服务投入水平相比，

无论是加工农产品 GVC 还是初级农产品 GVC，
它们的进口服务投入都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图 3  我国农产品 GVC 国内服务投入水平变化 

 

 

图 4  我国农产品 GVC 进口服务投入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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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表 2 和表 3 分别报告了计量模型(4)的估   
计结果。其中，表 2 报告的是国内外服务投入对

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影响机制及  
效应。首先，在初级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    
的基准模型中(表 2 中的模型 1)，国内服务投入 

(domesticservice_coff)的系数显著为正(1.6112)， 
其二阶变量(domesticservice_coff ∧2)的系数显著

为 负 (−2.984 6) ； 进 口 服 务 投 入 的 一 阶

(importservice_coff) 及 其 二 阶 (importservice_  
coff ∧2)变量系数分别为 1.069 1 和－2.705 1，且

均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在初级农产品 GVC 购

买者权利的对照模型中(表 2 中的模型 2)，国内服

务投入变量的一阶和二阶系数分别演变为－

1.607 1 和 3.596 5，进口服务投入变量的一阶和 
 

表 2  初级农产品 GVC 服务投入的位置权利效应估计 

变量 
购买者权利 生产者权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position_power (−3) 
0.606 2*** 
(0.024 7) 

0.127 7 
(0.339 8) 

1.199 8*** 
(0.010 5) 

−0.160 6 
(0.663 2) 

domesticservice_coff 
1.611 2*** 
(0.085 3) 

−1.607 1** 
(0.194 1) 

−0.977 7 
(1.028 7) 

3.769 9* 
(0.083 4) 

domesticservice_coff ∧2 
−2.984 6*** 

(0.032 6) 
3.596 5* 
(0.218 3) 

−1.168 7* 
(0.067 4) 

−1.830 6** 
(0.028 6) 

importservice_coff 
1.069 1*** 
(0.074 6) 

1.790 1*** 
(0.034 46) 

4.657 6*** 
(0.033 5) 

9.074 3 
(0.015 7) 

importservice__coff ∧2 
−2.705 1*** 

(0.031 2) 
−3.669 8*** 

(0.014 9) 
−9.041 3*** 

(0.010 0) 
−2.207 3 
(0.034 6) 

enrollment  −0.137 0 
(0.594 5)  3.505 5*** 

(0.891 8) 

exp ort_specailization  1.581 6*** 
(0.162 3)  0.833 0* 

(1.542 9) 

nation−power  1.747 5*** 
(0.000 3)  5.750 9*** 

(0.005 3) 

pergdp  −2.887 7*** 
(0.000 6)  −8.990 8*** 

(0.003 8) 

pergdp∧2  0.679 5*** 
(0.000 4)  1.744 3*** 

(0.000 1) 

trade_openness  2.824 3*** 
(0.079 0)  0.728 3** 

(0.048 8) 

方差方程 

c(1) −1.822 3 
(1.372 1) 

−5.842 6 
(9.745 9) 

−1.395 8 
(1.360 8) 

−5.088 1 
(7.360 4) 

c(2) −3.648 7 
(2.895 2) 

3.522 5 
(4.146 2) 

1.598 1 
(3.583 0) 

2.714 4 
(8.475 0) 

c(3) −1.462 8*** 
(0.0554 1) 

−0.105 7* 
(0.013 4) 

−4.424 5** 
(0.019 5) 

−0.542 3 
(2.323 8) 

c(4) −0.059 1 
(0.795 4) 

0.537 7 
(1.957 6) 

0.773 2*** 
(0.019 6) 

0.279 5 
(3.415 2) 

Adjusted R-squared 0.589 1 0.828 5 0.895 3 0.946 3 

Akaike info criterion −1.009 7 −1.021 3 1.301 2 0.628 1 

Schwarz criterion −0.575 1 −0.286 1 1.746 4 1.370 0 

Hannan-Quinn criter. −0.987 4 −0.948 2 1.362 6 0.730 4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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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加工农产品 GVC 中服务投入的位置权利效应估计 

变量 
购买者权利 生产者权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_position power  (−1) 0.511 7*** 
(0.018 9) 

−0.563 7*** 
(0.054 8) 

0.955 9*** 
(0.053 6) 

−0.596 0*** 
(0.061 5) 

_domesticservice coff  −0.442 7 
(0.387 1) 

2.052 4*** 
(0.041 9) 

6.710 6*** 
(0.022 8) 

2.790 4*** 
(0.010 7) 

_ ^ 2domesticservice coff  5.947 7*** 
(0.014 2) 

−3.619 0*** 
(0.239 6) 

−6.209 5*** 
(0.014 2) 

−5.003 4*** 
(0.025 1) 

_importservice coff  −2.261 0*** 
(0.075 3) 

−2.491 0*** 
(0.023 9) 

−8.517 8*** 
(0.048 7) 

−3.252 0*** 
(0.013 0) 

_ ^ 2importservice coff  4.047 8*** 
(0.012 3) 

4.849 3*** 
(0.051 20) 

1.673 7*** 
(0.014 1) 

5.036 8*** 
(0.022 1) 

enrollment   −0.033 6
(0.094 7)  −8.718 0***

(0.495 8)

export specailization   0.242 6***
(0.037 8)  5.786 7***

(0.034 58)

_nation power   −2.593 0***
(0.001 6)  7.046 1***

(0.002 7)

pergdp   2.954 0***
(0.002 3)  −1.241 0***

(0.009 2)

^ 2pergdp   0.015 8***
(0.001 1)  3.376 0***

(0.015 0)

_trade openness   −0.764 4***
(0.018 2)  3.086 0***

(0.061 2)

方差方程  

c(1) −2.156 8 
(2.064 2) 

−8.880 9 
(8.138 1) 

−5.274 7 
(4.509 7) 

−7.156 9 
(3.395 3) 

c(2) 1.894 8 
(1.239 6) 

2.536 1 
(1.811 8) 

3.615 3 
(4.909 5) 

1.908 1 
(3.852 7) 

c(3) −0.386 0 
(0.636 8) 

−0.838 7 
(1.282 5) 

0.774 6 
(1.996 4) 

−1.189 0 
(1.721 9) 

c(4) 0.867 5*** 
(0.307 9) 

0.142 5 
(1.069 9) 

−0.052 3 
(0.983 0) 

−0.321 4 
(0.833 9) 

Adjusted R-squared 0.543 7 0.895 3 0.900 1 0.991 8 

Akaike info criterion −2.047 7 −3.474 4 1.613 8 −0.075 0 

Schwarz criterion −1.600 3 −2.728 8 2.059 0 0.670 6 

Hannan-Quinn criter. −1.972 0 −3.348 3 1.675 2 0.051 1 
 
二阶系数分别演变为 1.790 1 和−3.669 8，且均具

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此，估计结果证实了本

文就国内外服务投入影响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的理论机制假设。 

其次，在初级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的基准

模型中(表 2 中的模型 3)，国内服务投入的一阶和

二阶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977 7 和−1.168 7，进口

服务投入的一阶和二阶变量的系数分别为  
4.657 6(不显著)和−9.041 3(10%的水平上显著)。
在初级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对照模型中(表 2
中的模型 4)，国内服务投入的一阶和二阶变量的

系数分别为 3.769 9(10%的水平上显著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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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6(5%的水平上显著)，进口服务投入的一

阶和二阶变量的系数分别为 9.074 3 和−2.207 3，
但均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此，估计结果

也证实了本文就国内外服务投入影响我国初级

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的理论机制假设。 
进一步把模型 2 和模型 4 结合起来看，国内

服务投入的一阶和二阶系数分别为 2.162 8  
(3.769 9−1.607 1)和 1.765 9(3.596 5−1.830 6)，表

明国内服务投入对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位置权

利表现为递增的促进效应。进口服务投入变量的

一阶和二阶系数分别为 10.864 4(1.790 1＋9.074 4)
和−5.877 1(−3.669 8−2.207 3)，表明进口服务投入

对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表现为递减的

促进效应，且更多地促进了生产权利。这也符合

本文的理论假设。另外，模型中所有控制变量的

估计系数不仅都符合理论常识，而且方差方程中

c(3)的系数也均为负，进一步说明选择的估计方

法是合适的。 
表 3 报告的是国内外服务投入对我国加工农

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影响机制及效应。首先，

在加工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的基准模型中(表
3 中的模型 1)，国内服务投入的一阶变量

(domesticservice_coff) 系 数 为 负 但 不 显 著      
(－0.442 7)，其二阶变量(domesticservice_coff ∧2)
的系数则显著为正(5.947 7)；进口服务投入一阶

变量(importservice_coff)系数显著为负(−2.261 0)，
其二阶变量(importservice_coff ∧2)系数却显著为

正(4.047 8)；在加工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的对

照模型中(表 3 中的模型 2)，国内服务投入的一阶

变量系数显著为正(2.052 4)，二阶变量系数显著

为负 (−3.619 0) ；进 口服 务投 入一 阶变 量

(importservice_coff) 和 二 阶 变 量

(importservice_coff ∧2)的系数分别变为−2.491 0
和 4.849 3，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估

计结果证实了本文关于国内外服务投入对我国

加工农产品 GVC 购买者权利影响机制及效应的

理论假设。 
其次，在加工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的基

准模型中 (表 3 中的模型 3)，国内服务投入

( _domesticservice coff )的系数为 6.710 6，其二 
阶 变 量 ( _ ^ 2domesticservice coff ) 的 系 数 为   

−6.209 5，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进口服务投

入( _importservice coff )的系数为−8.517 8，其二

阶变量( _ ^ 2importservice coff )的系数为1.673 7，
且均显著。在加工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的对

照模型中 (表 3 中的模型 4)，国内服务投入

( _domesticservice coff )的系数为 2.790 4，其二阶

变 量 ( _ ^ 2domesticservice coff ) 的 系 数 为  
−5.003 4，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进口服务投

入( _importservice coff )的系数为−3.252 0，其二

阶变量( _ ^ 2importservice coff )的系数为5.036 8，
且均显著。由此，估计结果证实了本文关于国内

外服务投入对我国加工农产品 GVC 生产者权利

影响机制及效应的理论假设。 
进一步综合分析表 3 中的模型 2 和模型 4，

国内服务投入的一阶和二阶变量系数分别为

4.842 8(2.052 4＋2.790 4)和−8.622 4(−3.619 0− 
5.003 4)，说明国内服务投入对我国加工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表现为递减的促进效应。进口服务

投入的一阶和二阶变量系数分别为−5.743 0 
(−2.491 0−3.252 0)和 9.886 1(4.849 3+5.036 8)，表
明进口服务对我国加工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表

现为递增的促进效应。估计结果符合本文的理论

假设。另外，模型 1−模型 4 中的其他控制变量的

系数不仅都符合理论预测和常识，而且方差方程

中 c (3)的系数除了模型 3 以外均为负值，明显的

非对称效应也说明了本文选择的估计方法是合

适的。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异质性服务投入影响我国农产

品 GVC 位置权利的理论机制，构建了基于 6 位

数农产品进出口数据的一国农产品 GVC 位置权

利的微观测度方法，并利用变量广义指数自回归

条件异方差模型 MEGARCH 对这一机制及效应

进行了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就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购

买者权利而言，国内服务投入与进口服务投入的

影响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变化，它

们的影响是相互替代的；就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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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权利而言，国内服务与进口服务则都表现

为“U”型变化，它们的影响则是互补的；就我

国加工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而言，国内服务投

入与进口服务投入对其购买者权利均表现为倒

“U”型变化趋势，对其生产者权利均表现为“U”

型变化趋势。由此可见，国内外服务投入加工农

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影响是彼此替代的。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主要

研究结论：第一，要注意防范我国初级农产品

GVC 过度服务化倾向。虽然初级农产品 GVC 服

务化在短期内可能会提升国内居民福利，但过度

服务化则可能会过快提升其购买者权利，进而加

大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作为一个人口大

国，我国对初级农产品进口的过度依赖显然不利

于粮食安全。第二，要加快提高我国加工农产品

GVC 服务投入的水平和质量。由于技术、资本和

研发对加工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重要性，服

务投入又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和

加快创新资本积累，因此，持续提高服务投入的

水平和质量，将对加工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的

提升形成叠加的甚至几何级数的乘数效应。第

三，要持续优化农业服务投入的结构。对于初级

农产品部门而言，要严格甄选和控制进口服务的

总量及其结构，以防止过度服务化，建议着力筹

划和建立以国内服务投入为主、进口服务投入为

辅的农业投入服务发展战略。而对于加工农产品

部门而言，在大力提升国内农业服务投入水平和

质量的同时，要同时加大高质量服务进口力度，

以形成国内外农业服务有效竞争而共同促进我

国加工农产品 GVC 位置权利可持续提升的发展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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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reasing and optimizing service input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s 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but few literatures discuss the 
mechanism in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value chain (GVC).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divided the GVC 
position rights of a country and the industry into buyer's rights and producer's rights in the GVC, and 
constructed a measurement method based on 6-figure agricultural product import and export data. The 
multivariate generalized exponential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model was employed to 
test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heterogeneous service inputs on agricultural GVC position rights of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domestic and import service inputs on the rights of GVC purchasers of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substitute relationship, and present “U” and “inverted-U” shaped change 
trends respectively. On the rights of GVC producers of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effects of domestic 
and import service input are complementary and both show a U-shaped change trend. On the buyer's rights 
and producer's rights of GVC of process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effects of domestic and import service 
input are shown as inverted “U” shaped and “U” shaped change trends respectively and their effects are 
obviously substitutive.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void the excessive servitization of GVC in China's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structure and increase level and quality of service inpu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linkage between service input and production in GVC of process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Key Words: service input; global value chains (GVC)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urchaser's rights; producer'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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